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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去台北：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研究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２） ①

刁大明　 邹正航　 　 　

〔内容提要〕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持续推进，美国国会在对华事务

中的角色正在发生着关键变化。 其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即国会两院议员通

过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来介入对华事务。 基于对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２２ 年即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国会两院议员访台行为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本文

揭示出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阶段性变化，其变化态势与各届总统及其政府

的对华战略及“对台政策”直接关联，不同的府会关系为议员访台行为提供

了关键背景与动力，而台湾岛内“政党轮替”及其导致的对美政策调整也对

议员访台存在一定影响。 基于对第 １１７ 届国会众议院相关数据的实证检

验，本文进一步厘清了国会众议员访台行为的个体逻辑。 本文发现，新当选

者中，军事委员会、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以及所在

选区亚裔比例高的国会众议员更易访问台湾地区；所在选区对华（大陆）出
口额有所增长的国会众议员更可能不参与访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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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导致了台海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 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频繁访台的历史。 如图 １ 所示，基
于美国国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数据①，２１ 世纪以来即第

１０７ 届国会（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到第 １１７ 届国会（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期间，已有 １７７ 个国会

议员代表团的 ２５３ 位、３６３ 人次的国会两院议员到访中国台湾地区。 仅在 ２０２２ 年一

年，就有 １１ 个代表团的 ３６ 位、３７ 人次的国会两院议员抵台。

图 １　 各届美国国会议员访台人次（第 １０７～ １１７ 届 ／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２ 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就访台议员的两院分布看，在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众议员访台多达 ２９２
人次，参议员仅为 ７１ 人次。 在各届国会中，国会众议员访台人次基本都超过参议员，
甚至还出现过第 １１２ 届国会 ２４ 人次国会众议员访台、无一国会参议员为之的极端悬

殊情况。 就访台议员的党派归属看，在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共和党议员的访

台人次（２０３ 人次）超过了民主党议员（１６０ 人次）。 又如图 ２ 所示，虽然总体上共和

党更易访台，但在第 １１０ 届（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１ 届（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及第 １１６ 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国会期间民主党的访台人次却暂时反超。 就议员的访台时间段看，
８ 月份（８５ 人次）最为密集，其解释是 ８ 月份在国会立法日程中被安排为暑期全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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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基于的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数据来源有三：一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书记处公布的议员外访信息，参见

网页：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ｃｌｅｒｋ．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ｖｅｌ；二是中国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办公

室新闻与活动信息，参见网页：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ｇｏｖ．ｔｗ ／ Ｐａｇｅ ／ ３５；三是中国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新闻

信息，参见网页：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ｖ．ｔｗ ／ Ｎｅｗｓ．ａｓｐｘ？ ｎ＝ ９６＆ｓｍｓ＝ ７４，２０２３．３．２５。



会期，进而更有利于议员安排包括外访在内的各类行程。① 相比而言，７ 月份是国会

议员访台最少的时间段，最近仅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７ 日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里克

·斯考特（Ｒｉｃｋ Ｓｃｏｔｔ）访台。②

图 ２　 各届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访台人次

（第 １０７～ １１７ 届 ／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２ 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总体而言，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不断发酵，不但如前述呈现出某些分布特征，
而且正在反映出国会议员涉华行为的某些新变化。 那么，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呈

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其中是否存在一些线索与脉络？ 对于国会议员个体而言，又
是什么因素驱动他们的访台行为？ 基于对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２２ 年即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

会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本文希望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为进一步理解美国国会在当

前对华事务中的角色提供一个更为细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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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国会涉华行为的议员外访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也持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

极端负面作用。 国会角色的再次上升已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与集中讨论。
林冈与周文星针对第 ９３ 届到 １１６ 届国会涉台提案的实证研究指出，中美关系与两岸

关系的总体态势、府会在对华决策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台湾地区政治游说等因素共同

推动了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①王凯及其合作者以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９ 年国会涉华提

案数据库为基础，对国会涉华提案行为加以分析后提出，某州对华进口额越高则该州

国会议员更少提出消极涉华提案，而与总统同党的议员在分立政府期间也更少提出

消极涉华提案。②王震宇及其合作者则采取了层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及决策树与回

归模型检验等方法分析了第 １１５ 届国会涉华提案行为，并认为国会议员越激进越资

浅，其选区白人比例越高、极化程度越高，该议员的对华态度就越负面。③张腾军的论

文在对第 １１５ 届国会以来 ３ 届国会涉华提案梳理后认为，国会两党尤其是共和党的

涉华行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反映出的是持续走强的两党对华战略共识，以
及美国内部希冀借力于中国议题强化其国内共识的图谋。④

毫无疑问，新近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涉华提案行为，在数据与方法上具有显著贡

献，在观点上也验证了 ２１ 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系列关于美国国会涉华行为研究的

主要发现。 事实上，国会议员的涉华行为一般被认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即提出与

联署涉华提案、参与涉华连线组织以及访问涉华地区。⑤相比于国会涉华连线组织

（如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的相对稳定与固化，提案和外访行为处于持续变动之

中，需要长期密切追踪式关注。 基于当前某些国会议员涉华行为的现实状况，在关于

涉华提案行为的研究有所推进的同时，针对国会议员涉华外访行为的研究仍未有进

展。 相比于更为显性且皆有明确公开记录的提案与连线等行为，议员外访在相关信

息的收集与获取上存在一定难度。 不过，基于对佩洛西的窜台行径以及类似情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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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继续发生的基本预判，国会议员外访涉华地区特别是访台行为显然更为值得加

以专门研究。
美国国会议员外访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目的地，可以说是议员影响美国对

外政策走向、施展个人外交能力的直接且重要的手段。 早在 １９３６ 年，来自南卡罗来

纳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托马斯·Ｓ．麦克米兰（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为调查外交服

务状况而访问了美国海外的 ２８ 个外交领事机构，进而成为首个在联邦政府资助下开

展外访的在任国会议员。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对战后重建国家给予广

泛援助需要国会批准，议员的外访行为相应增多。 １９４７ 年，为了评估欧洲各国战后

情况，制定相应援助法案，国会众议院设置了“对外援助特设委员会” （Ｈｏｕ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即所谓“赫特委员会”（Ｈｅｒｔｅｒ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②在随后不到一

年当中，该委员会成员大规模访问了欧洲多国，会见政要、走访工农，收集了大量资

料、形成了详细报告并推动了相关立法。 由此可见，国会议员的外访活动对美国重大

对外战略的酝酿与筹划具有关键意义，需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出任总统并

对美国外交影响颇大的理查德·尼克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ｘｏｎ）正是“赫特委员会”的成员。
其回忆录有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即我初任国会议员之时，……我作为‘赫
特委员会’的成员访问了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试图判断出我们该如何帮助欧洲复

苏。 从那时起，对外政策就成了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焦点。”③尼克松的个人经历

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外访行为对议员个人在对外政策立场上的重大塑造作用。
第一，国会议员通过外访对外交事务加以调查研究，为对外政策相关立法提供判

断依据。 曾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的民主党人卡纳汉（Ａ．Ｓ．Ｊ．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会议员外访行为的增长，展现出立法部门对广泛对外援助

项目加以调查监督的政治需要，有助于推动 １９４８ 年“马歇尔计划”的压倒性通过、
１９５２ 年对《共同安全法》 （Ｍｕｔｕ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的修订及 １９５２ 年对《共同防御援助

法》（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ｃｔ）的优化。④同时，卡纳汉也强调，外访展现出了国

会议员对对外政策的主动塑造，而非被总统所引领的被动倾向。⑤传统而言，由于在

外交与国际事务领域拥有经验、专业与信息等优势，总统及其行政部门往往是制定对

外政策的主体。 与被动接受行政部门提供的选择相比，国会议员通过外访来掌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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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 Ｊ．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ｐ．１２２．



一手资料与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府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主动制定对外政

策议程提供依据，在府会之间尽可能追求平衡。 有学者直接将国会议员外访描述为

是针对行政部门作为外交行为“唯一机构”等惯常认知的公开挑战，其所实现的是国

会议员主动提出、行政部门予以配合并在联邦宪法框架下行使的“立法外交”（ 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①也有更为详细的研究指出，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的外访有助于其提

高立法有效性，而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的外访却并不存在该效果。 如此差异可能与共

和党更为不信任政策专才，且在政治理念上倾向于削弱联邦政府介入有关。②

就议员访台行为而言，较多访台的国会议员往往也在涉台提案等直接介入对台

决策的方面表现突出。 例如，来自美属萨摩亚的不具备投票权的民主党代表埃尼·
法里欧马维加（Ｅｎｉ Ｆａｌｅｏｍａｖａｅｇａ）在 ２００１ 年到其卸任的 ２０１５ 年之间曾 ９ 次访台，同
期他在国会众议院联署的涉台法案至少达到了 ２５ 项；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

议员史蒂夫·沙博（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ｂｏｔ）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２２ 年期间 ８ 次访台，其在同期分别

提出 １２ 项、联署 ６３ 项涉台法案。 尽管访台行为并非是国会议员涉台提案行为的根

源，但前者至少为后者提供了基础，两者相互强化。
第二，国会议员在外访期间直接与相关外方接触沟通，推动符合其代表利益的合

作。 这一目标既可能出于议员以积极游说来提升美国整体海外利益的热情，也可能

旨在满足选区等特殊利益而推动相关合作的需要。③前者如，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时任国会参

议员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在访问叙利亚时向叙当局施压，要求其在伊

拉克、黎巴嫩等相关事务上做出符合美利益的行动。④后者如，共和党前任国会参议

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Ｓａｘｂｙ Ｃｈａｍｂｌｉｓｓ）曾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会面时要求开设达

美航空（Ｄｅｌｔａ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到阿尔及利亚的航线，其原因是达美航空总部位于其所代表

的佐治亚州。⑤

就议员访台行为而言，典型实例如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

埃德·马基（Ｅｄ Ｍａｒｋｅｙ）在访台期间专门到访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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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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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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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 ＭｃＧｅ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ｏｎｉｚ， “Ｇｉｆ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５， Ｎｏ． ３ （２０２２）， ｐｐ．７０６～７１９．
Ｒｙａｎ Ｍ． Ｓｃｏｖｉｌｌ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ｐｐ．３３１～３９５．
“ＣＯＤＥＬ Ｋｅｒｒｙ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Ｓｙｒｉａｎ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Ｍａｒｃｈ ６， ２００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ｏｒｇ ／ ｃａｂｌｅ ／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９ＤＡＭＡＳＣＵＳ１７６．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１２．１．
“Ｂｏｕｔｅｆｌｉｋ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０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ｏｒｇ ／ ｃａｂｌｅ ／ ２００９ ／ ０６ ／ ０９ＡＬＧＩＥＲＳ５１４．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１２．１．



台积电，聚焦于改善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在美投资设厂的合作规划。①

第三，国会议员在外访期间更易与同行的其他议员建立个人联系和关系网络，有
助于化解分歧、形成共识。 正如特拉华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Ｃｈｒｉｓ
Ｃｏｏｎｓ）的自述，“（对外出访）确实是远离华盛顿、在世界各地度过时光的最佳机会。
……把美国人团结起来比党派分裂更重要。”②由于每周只有三四天集中立法会期，
再加之需要在非工作日募集竞选经费、联系选民等，国会议员能够建立联系的时间并

不多。 而组团外访就意味着议员们必然在一定时间段的旅途中沟通交流、交换彼此

的政策见解，从而可能建立起某些人际网络。 当然，党争极化已极端严峻的现实情况

显然无法通过国会议员外访等方式得到任何实质性化解。 有研究指出，国会议员外

访行程的缩短直接弱化了某种程度上缓和两党议员极化分歧、建构关系的积极功

能。③具体而言，共和党人总体上更少参与跨党派外访。④而持有极端立场的两党国会

众议员都更易参与仅有本党议员组成的外访团组；温和派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更易参

与跨党派外访，但温和派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却并未有类似倾向。⑤总体而言，跨党派

外访已成为党争恶斗的“牺牲品”。
就议员访台行为而言，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 １７７ 个国会议员访台代表团

中仅有 ２９ 个为跨党团，仅占 １６．４％。 这也说明，虽然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渐成

两党共识，但极化的现实仍阻碍着两党国会议员形成合力、共同炒作相关负面议题。
第四，国会议员通过外访敏感地区来申明自身立场，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资

源。 一项针对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４ 年国会两院议员及其助手等参与的 １．５８２５ 万次由私

人资助的国内外访问的实证研究表明，国会议员在访问行为上存在着供给侧和需求

侧两种动机。 就供给侧而言，出任相关委员会领袖、掌握更大权力的议员更易得到私

人资助；少数族裔等议员也由于在某些对外政策议题上的特定或突出立场而更易获

得私人资助。 就需求侧而言，选举连任压力较大的国会议员往往更少接受私人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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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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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ａ４８６３ｆ５３４３ｆ＆ｎｏｄｅｉｄ ＝ １９６２＆ｐｉｄ＝ ４３９４５７４９， ２０２２．１２．１．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ｏ，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ＣＯＤＥＬｓ’： Ｈｏ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Ｈｅｌｐ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Ｊｕｌｙ ５，
２０２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５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０４３９０５，
２０２２．１２．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ｌｄｕｎｃｉｎ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ｎｋｅｔｓ 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１９７７ ～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ｐ．５６３～５７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ｌｄｕｎｃｉｎ ｅｔ ａｌ．，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ｏｎ ａ Ｊｅｔ Ｐｌａ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７９～２００．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 ＭｃＧｅｅ ａｎｄ Ｓｅａｎ Ｍ． Ｔｈｅｒｉａｕｌｔ，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９ （２０２２）， ｐｐ．９２５～９５４．



外访；不谋求连任的国会议员虽然不存在政治或政策交易的需求，但由于不存在选举

压力而更易接受私人资助外访。①也有研究指出，国会众议员在最后任期内更易外

访，从而实现对其未来生涯有利的政治“寻租”。②

就议员访台行为而言，按照国会众议院书记处（ｃｌｅｒｋ）官网公开的“外访报告”等
信息，③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 ２９２ 人次的访台国会众议员中只有 ９７ 人次得到

联邦政府的资助。 这也意味着，六成以上的国会众议员访台可能是在某些特殊利益

或其他相关方的出资下得以实现的，背后的利益勾连与政治交易可见一斑。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唯一一篇讨论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公开发表论文当中，

张光及其合作者对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０８ 年期间即第 １０５ 届到 １１０ 届国会两院议员的访台

行为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个案研究。 文章指出，国会议员访台的频次变动受中国台

湾岛内政治变动和美国国会选举周期影响，且前者更重要。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赋
予美国国会及其议员干预台湾问题的“权力”，是造成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外交事

务、军事及情报等相关委员会成员频繁访台的根本原因。 意识形态、选区利益、经贸

联系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议员访台行为存在影响。④此外，也有文献曾讨论过日

本国会议员访台行为，认为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情节”、对中国台湾地区安全、经
济价值的重视及台湾当局的公关活动共同构成了日本国会议员频频访台的主要动

因。⑤

总体上看，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外访行为的主要讨论关注了外部环境与议员行为

两个维度，分别聚焦于国会议员行为宏观上的整体趋势与微观上的个体逻辑，回应着

美国国会研究巨擘理查德·芬诺（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ｎｎｏ）提出的关于院会角色与“家乡风

格”（ｈｏｍｅ ｓｔｙｌｅ）之间的所谓“两个国会”的悖论。⑥基于“两个国会”，本文也将从整体

趋势和个体逻辑两个层次来对美国国会议员的访台行为加以观察，前者旨在宏观考

察美国对华战略及其政策和国内府会关系互动等因素对国会议员行为影响的趋势；
后者则转而更为微观地讨论国会议员个体相关因素对其行为塑造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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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刁大明、袁婷：《美国国会议员访台现象研究（１９９７～２００８）》，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 ７４
页。
王海滨：《日本国会议员访台活动趋势、意图及影响》，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２６～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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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１１４．



二　 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整体趋势

正如图 １ 所示，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在各届国会之间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一定

的阶段性变化。 基于以往文献观点可以判断，这种阶段性的发展态势与各届美国政

府的不同相关战略与政策、国会与总统的不同府会互动关系以及台湾岛内变化等因

素不同程度上存在联系。 本文在梳理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２２ 年即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

间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整体趋势时也将以该判断作为基本视角。
（一）“聚焦反恐”的小布什时期（第 １０７～１１０ 届国会）
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在军事

安全领域尤其强硬。①“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议题与中东地区，对华

战略也回归“接触”，合作仍为主流。② ２００２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美
国寻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③同时，小布什政府仍在军事安全上

“防范”中国、“两面下注”。④相应地，小布什政府初期大打“台湾牌”：企图以“清晰

化”取代“战略模糊”、⑤大规模对台军售、⑥大幅提高台湾地区所谓领导人“过境”接
待规格、提升“美台”军事来往⑦以及大肆鼓吹台所谓“民主制度”等。⑧但随着“９·
１１”事件后的战略转向，台海紧张已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 特别是面对陈水扁当局

一系列“台独”行径，小布什政府转而采取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动武、阻止台湾

岛内采取挑衅性行动的所谓“双重威慑”。⑨

以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及相关政策为背景，国会议员的访台人次经历了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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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届到 １０９ 届国会下滑，又在第 １１０ 届国会有所回升的变动。 小布什政府上台之

初的第 １０７ 届国会（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两院原本均为共和党多数，后转为共和党国会众

议院多数、民主党国会参议院微弱多数的“弱分立政府”。 该届国会期间的议员访台

达到了 ５２ 人次的高点，民主共和两党各 ２６ 人次。 两党如此同步频繁访台所反映出

的是美国政界对岛内民进党上台的跨党反应：既有对所谓“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又
有与岛内新政治力量接触的需求。①

处于“一致政府”的第 １０８ 届国会（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议员访台降至 ４２ 人次。 该下

降态势与 ２００３ 年美国出兵阿富汗、开启反恐战争导致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的关注点转

向直接相关。 其中，民主共和两党分别 １８ 人次和 ２４ 人次的分布也说明，更多民主党

人通过访问中东等其他地区来制约白宫，而共和党则受军工利益等驱动而在一定程

度上延续访台。②同为“一致政府”的第 １０９ 届国会（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议员访台人次急

剧降至 １０ 人次的低点（民主党 ４ 人次、共和党 ６ 人次）。 其原因除了国会对外关注点

持续转移之外，岛内当局的所谓“急独”言论以及后续被曝光出一系列弊案丑闻也令

当时的两党国会议员“避之不及”。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美

国国会总体上更多认同白宫在台湾问题上持所谓“稳健务实”立场的选择。④

第 １１０ 届国会（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是民主党重夺两院多数、小布什政府面对“强分

立政府”的阶段。 国会议员访台人次回升至 ３３ 人次，民主党 １８ 人次、共和党 １５ 人

次。 从府会的党争角度看，民主党议员更有意愿以访台来塑造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

策。⑤比如，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分委员会时任主席法里欧马维加在 ２００７
年年内就两度抵台，展现出民主党主导新国会塑造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动性。 又如，来
自国会众议院“蓝狗联盟”（Ｂｌｕｅ Ｄｏ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以及非洲裔连线的温和保守派民主党

人也相继访台，聚焦于“美台”经贸合作、对台军售以及炒作中国台湾地区加入世卫

组织等议题。⑥从小布什及其共和党阵营内部平衡角度看，小布什政府对岛内“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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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压也招致了共和党内部某些“亲台”议员的不满。①比如，国会众议院“台湾连

线”时任联席主席沙博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高调访台，②妄图以此拉抬“美台关系”、强化中

国台湾地区的“战略棋子”定位。③从岛内政治变化角度看，２００８ 年选举导致的岛内

第二次“政党轮替”再次创造了美国与相关方沟通的需求，直接刺激了国会议员的访

问。 ２００８ 年全年有 ２２ 人次、２１ 位议员访台，两人直接出席了马英九的“就职仪式”、
１２ 人在马“就职”后访台，其中保持沟通、确保“美台”互动方向的意味显而易见。④

（二）“转向亚太”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第 １１１～１１４ 届国会）
２００９ 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初期对华态度总体稳定。⑤就任首年的 １１ 月，奥巴马

对华进行了国事访问，并提出建立“积极、合作、综合”的双边关系。⑥其原因是美国其

时要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困境，奥巴马政府也急于推动医改等重大国内议程。⑦ ２０１１
年后，奥巴马政府推出所谓亚太战略，从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多维度强化亚太存

在。⑧此举显然是将小布什政府转向反恐与中东的对外战略转回大国竞争与亚太地

区，颇具针对性。⑨总体而言，在奥巴马任内，中美两国关系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
沟通机制在分歧与波折中基本保持稳定发展，在双边、多边乃至全球治理层面实现了

更多合作。 在亚太战略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展现出支持两岸合作交

流、力促“美台关系”的两面性。�I0 “美台”经贸往来频密：“美台”于 ２０１３ 年初恢复已

停滞近六年的经贸与投资框架协议（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Ｉ⁃
ＦＡ）谈判，并提出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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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ＴＰＰ）的可能性。①美对台军售也有增无减：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先后两笔军售总额

约 １２０ 亿美元，为《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所未有。②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推动中国

台湾地区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ＣＡＯ）乃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ＦＣＣＣ）中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第 １１１ 届国会（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是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首届国会，也是民主党主导

白宫与国会两院多数的“一致政府”时期。 该届国会期间议员访台 ２８ 人次，民主党

１６ 人次、共和党 １２ 人次。 与往届国会相比下降的访台行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国会

议员在台湾议题上的游移态度：多数议员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方向同步；某些“亲
台”议员对两岸关系稳步发展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务实态度感到“沮丧”和“不满”。 比

如，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加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尔（Ｄａｎａ Ｒｏｈｒａｂａｃｈｅｒ）辞去

台湾连线联席主席职务，以“抗议”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③更多“亲台”议员通过涉

台提案、访台等行为妄图提升“美台关系”、以“平衡”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合作的深

化。④

第 １１２ 届国会（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延续了第 １１１ 届国会在议员访台行为的下降趋

势，共 ２４ 人次，民主党 １１ 人次、共和党 １３ 人次。 比较而言，共和党国会议员访台人

次超过了民主党，这也与第 １１２ 届国会共和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并与民主党总统

形成“弱分立政府”的情况存在关联。 访台人次下降的原因为，共和党在新一届国会

众议院重返多数后着重关注当时更为关键的经济、医改、反恐等议题，台湾问题并非

聚焦议题。⑤此外，其时的两岸关系仍处于积极发展阶段，国会议员难以通过炒作台

湾问题获益。 也正因如此，少数顽固派“亲台”议员甚至炮制出了题为“台湾为什么

重要”的听证会，呼吁加强对台的所谓“关注”。⑥当然，该届国会期间一些“亲台”议
员仍“我行我素”地访台，如当时新任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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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娜·鲁斯－莱蒂南（ Ｉｌｅａｎａ Ｒｏｓ⁃Ｌｅｈｔｉｎｅｎ）高调访台。 值得注意的是，该阶段国会

议员访台时所涉及的议题也多涉及“免签证协定”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等

“低政治”领域。①

与第 １１２ 届国会相同，第 １１３ 届国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也是民主党总统、共和党占

据国会众议院多数的“弱分立政府”时期，但该届国会的议员访台增至 ４６ 人次，民主

党 １８ 人次、共和党 ２８ 人次。 除了府会党争继续刺激非总统党议员的各种行动之外，
共和党国会议员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活跃”也可被视为是针对奥巴马政府亚太战

略的明显反应：共和党人不满于台湾地区在亚太战略中的所谓“边缘化”，进而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向白宫施压、呼吁加强资源投入、借机扩大军售及军事合作。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即第 １１３ 届国会开幕之初，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时任首席成员、共和党人

吉姆·英霍夫（Ｊｉｍ Ｉｎｈｏｆｅ）就率领由 ５ 人组成的两院共和党议员团乘军机高调访台，
并宣称将在未来 ３ 年对台出售 ３０ 架“阿帕奇”直升机、６０ 架“黑鹰”直升机及 ３ 枚“爱
国者－３”型导弹。③此外，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德·罗伊斯（Ｅｄ Ｒｏｙｃｅ）、
军事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基翁（Ｈｏｗａｒｄ ＭｃＫｅｏｎ）以及外委会亚太事务分委员会主

席沙博等共和党人也都曾在该届国会期间率团访台，以推动“美台”军事安全合作。④

共和党在 ２０１４ 年中期选举进一步获得了国会参议院多数地位，形成了第 １１４ 届

国会（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期间民主党总统、共和党占据两院多数的“强分立政府”。 该届

国会期间议员访台 ４１ 人次，民主党 １４ 人次、共和党 ２７ 人次。 从府会党争角度看，共
和党人继续通过访台等方式来提升“美台关系”、平衡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从岛

内政治变化角度看，２０１６ 年选举后民进党的再次上台催化了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从支

持所谓“民主”或希望与岛内相关政治势力与政治人物加以接触沟通等动机出发的

访台行为。 以 ２４ 人次国会议员访台的 ２０１６ 年为例，５ 月 ２０ 日即所谓“就职日”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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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ｖ．ｔｗ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 ｎ＝ ９６＆ｓ＝ ７３４８９， ２０２３．１．２５；中国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

站，《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夏柏特访华团一行》，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参见网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ｇｏｖ．ｔｗ ／ ＮＥＷＳ ／ １７６４３， ２０２３．１．２５。



及其后的访台人次就达到了 ２０ 人次，其中还包括当年 ６ 月 ５ 日时任国会参议院军事

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麦凯恩（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率领七位国会参议员参与的访问团高

调抵台的情况。①

（三）“战略竞争”的特朗普政府期间及拜登执政前两年（第 １１５～１１７ 届国会）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就着手加速美国对外战略转向，将大国竞争设置为战略重

心。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将中俄界定

为竞争者与“修正型力量” （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③ ２０１９ 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动所谓

“印太战略”以取代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并将前者操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议

程。④此外，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围绕新冠疫情展开的所谓“舆论

战”也直接恶化了中美关系。 政党轮替上台的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

华战略竞争及“印太战略”框架，并进一步强调与盟友沟通构成“小多边”议题联盟来

推进战略竞争。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拜登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

为“唯一同时具有意愿和能力来在各领域挑战美国、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强

调投资实力、强化与盟伴联系以及对华“负责任”竞争。⑤此外，拜登政府在事实上延

续了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的某种“脱钩”政策，并突出了对半导体等供应

链的重视。⑥

作为地缘政治与科技供应链意义上的关键地带，中国台湾地区成为特朗普、拜登

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一环。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强调，在
“一个中国”政策及《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下，美方将维持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强劲

关系”，满足台“合法”防御需求。⑦显然，中国台湾地区已被纳入了美国“印太军事安

全战略”的范畴。 特朗普政府以含糊不清的“弹性政策”来试探“一个中国”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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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台湾问题作为同中国大陆“讨价还价”的“战略棋子”。①此外，特朗普政府四年内

的对台军售在频率与规模上突破新高，超过了奥巴马政府八年的总水平。②拜登政府

总体上保持了在对华战略竞争中“以台制华”的态势，展现出有意要试探甚至突破过

去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危险意图。③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拜登政府聚焦于中国台湾

地区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突出在科技与供应链竞争方面对台湾问题

的介入与操作。④拜登政府如此将台湾问题“复杂化”甚至“国际化”的做法，与其所

谓“中产阶级外交”的做法有关，即通过炒作台湾问题、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以此纠

集更多全球与地区盟友与伙伴来推进其自身议程。⑤

必须看到，从特朗普到拜登，白宫与国会在对华政策中的角色地位与互动关系已

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重要改变。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为了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特朗普倾

向于“放任”国会通过一系列负面涉华立法，并以此作为其最大化对华施压的所谓工

具。 在特朗普政府后期，两党逐渐在对华战略竞争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国会两党开

始共同酝酿并推动所谓《无尽前沿法案》（Ｅｎｄｌｅｓ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ｃｔ）等堪称对华战略竞争

“总剧本”的综合立法议程。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虽然改变了特朗普在任期间总统对

国会负面涉华立法行为的“放任”，但却转而“默许”乃至“邀请”国会来推动《美国竞

争法》（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ｓ Ａｃｔ）以及《美国创新与竞争法》（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等综合立法来将两党具有共识的对华战略竞争议程“钢化”、固化、
立法化乃至“轨道化”，从而确保能够高效快速整合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华战略竞争当

中。 从特朗普的“放任”到拜登的“邀请”，国会在对华战略与决策中的地位持续提

升，反过来又刺激了某些对华持有负面极端态度甚至是具有“亲台”立场的议员借助

国会角色的上升态势而更多做出提出涉台法案、访问台湾地区等极端挑衅举动。 府

会互动在对华政策上的如此变化，特别是国会角色的上升，应该说是中美建交以来前

所未有的新情况。
第 １１５ 届国会（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是共和党总统、共和党主导国会两院多数的“一

致政府”时期。 该届国会的议员访台为 ２５ 人次，民主党 ６ 人次、共和党 １９ 人次。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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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外界曾质疑“反建制派”特朗普能否与国会共和党合作推动议程，但后者很显然与

总统保持了政策方向上的一致，也体现为共和党议员更多访问中国台湾地区。①与此

同时，民主党访台人次的下降极可能与党争下民主党国会议员不认同特朗普及其共

和党阵营的政策议程、不愿“随波逐流”有关。②相比而言，第 １１６ 届国会（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的议员访台下降至 １１ 人次（民主党 ６ 人次、共和党 ５ 人次），且全部 １１ 人次都集

中于 ２０１９ 年，这当然是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直接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第 １１６ 届国

会是民主党占据国会众议院多数并与共和党总统形成的“弱分立政府”时期，但民主

党在 ２０１９ 年也并未表现出通过频繁访台等方式来平衡甚至塑造特朗普政府对华政

策的倾向。 其原因除了特朗普政府当时对华政策已极为消极极端而无法通过更为极

端的做法加以塑造之外，还与岛内相关力量更多与共和党保守派互动、“押宝”共和

党的偏好存在某些联系。③

拜登政府上台后所面对的第 １１７ 届国会（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再次出现了民主党同

时占据白宫和国会两院的“一致政府”状态。 该届国会的议员访台飙升到 ５１ 人次，
民主党 ２３ 人次、共和党 ２８ 人次。 在新冠疫情影响减弱的背景下，被“邀请”出将对

华战略立法化的国会，特别是某些“亲台”国会议员呈现出更为“活跃”的涉华行为态

势，频繁访台即重要表征，仅 ２０２２ 年一年议员访台就高达 ３７ 人次。 与此同时，在对

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下，两党国会议员也在对华事务上展开“示强竞赛”，访问中国

台湾地区成为具体体现之一。④相比而言，民主党在台湾问题上也不断转向更为消极

负面。 比如，２０２０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纲删除了“一个中国”等表述，
意在主动介入台湾问题。⑤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强调科

技与供应链等竞争的影响下，两党国会议员在本阶段访台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半

·５１１·为何去台北：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研究（２００１～２０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Ｔ．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ｄｇｅ Ａｗａｉｔｉｎｇ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Ｔｒｕｍｐ，” Ｒｏｌｌ Ｃａｌ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ｌｌｃａｌｌ．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８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ｄｇｅ－ａｗａｉｔｉｎｇ－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ｔｒｕｍｐ ／ ， ２０２３．１．２４； Ｓａｒａｈ Ｆｒｏｓｔｅｎ⁃
ｓｏ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Ｖｅｒｙ Ｌｏｙａｌ ｔｏ Ｔｒｕｍｐ． Ｗｉｌｌ Ｉｔ Ｌａｓｔ？” ＦｉｖｅＴｈｉｒｔｙＥｉｇｈ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１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ｖｅｔｈｉｒｔｙｅｉｇｈｔ．ｃ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ｉｎ－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ｖｅｒｙ－ｌｏｙａｌ－ｔｏ－ｔｒｕｍｐ－ｗｉｌｌ
－ｉｔ－ｌａｓｔ ／ ， ２０２３．１．６．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 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Ｄｏｎ'ｔ Ｌｅｔ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Ｐｏｉｓｏｎ ＵＳ⁃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ｉｍｅｓ，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ｉｐｅｉ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６ ／
２００３７２７６１５， ２０２３．１．２４．
Ｇｅｒｒｙ Ｓｈｉｈ， “Ｔａｉｗａｎ Ｆｒｅｔｓ Ｏｖｅｒ Ｈｏｗ ａ Ｂｉｄ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２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ｂｉｄｅｎ－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ａｉｗａｎ
－ｏｂａｍａ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３０ ／ ４４ｅ５５４８８－０８６８－１１ｅｂ－８７１９－０ｄｆ１５９ｄ１４７９４＿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１．２２．
Ｊｉａｃｈｅｎ Ｓｈｉ，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ｅ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ｉｎ Ｐｕ，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ａｒｄ’ ｉｎ 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２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ｃａｒｄ－ｉｎ－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 ２０２３．１．
２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 ２０２０， ｐ．８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０２０－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ｐｄｆ， ２０２３．１．２４．



导体、芯片等领域的“美台”合作，甚至从其所代表的特殊利益或选举利益出发直接

推动台积电在美设厂等决策。①曾在 ２０２１ 年访台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约

翰·科宁（Ｊｏｈｎ Ｃｏｒｎｙｎ）公开表示：中国台湾地区拥有全球 ９０％以上的尖端芯片制造

能力……对一个北京“威胁”要“入侵”的岛屿的技术依赖越来越令人担忧，应该着手

推动芯片制造转移到美国。②此外，必须看到，国会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的窜台行

径明显引发了“破窗效应”。 在 ２０２２ 年，在佩洛西铤而走险之前的前 ７ 个月，只有 ８
人次的国会议员访台，但其后即 ２０２２ 年后 ５ 个月国会议员访台人次却达到了 ２３ 人

次。 如此变化足以说明佩洛西的窜台在短期内刺激了更多国会议员通过炒作台湾问

题来凸显自身“政治存在”或满足某些特殊利益。
（四）整体趋势的变化线索

就上述各阶段的历史考察，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多重驱动

线索。
第一，美国各届政府的对华战略特别是“对台政策”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会议员

的访台行为。 当需要稳定中美关系时，美国往往恪守相关承诺，不希望台湾地区成为

“麻烦制造者”，特别是面对岛内所谓“台独”势力的相关动作时更多予以施压抑制。
这种政策倾向在总体上会限制国会议员访台的空间。 当要推动对华战略遏制时，美
国将主动炒作介入台湾问题、打“台湾牌”、推动“以台制华”。 在这种政策的“放任”
“默许”乃至“邀请”之下，国会议员更易通过访台等行为来与岛内相关力量密切联

动，肆无忌惮地共同制造事端。③

第二，不同府会关系及其形成的党争态势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会议员的访问行

为。 通常情况下，由于不满非本党总统的对华战略及其政策，国会议员凭借访台等行

为来公开宣誓立场、平衡乃至介入、打乱总统议程，即通过“对华示强”来与白宫竞争

“对华政策方向盘”。④如表 １ 所示，不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按照

从“一致政府”到“弱分立政府”再到“强分立政府”的顺序，总统所在党议员访台平

均人次逐步降低，而非总统党议员访台平均人次则逐步升高。 由此可见，“分立政

府”的状态刺激了非总统党议员比“一致政府”期间更为“活跃”的访台行为。 此外，
比较而言，共和党议员在“分立政府”期间的访台行为更为突出，这也迎合了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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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易在极端保守意识形态偏见驱动下与民主党总统形成激烈对峙的现实情况。①

表 １　 不同府会关系下两党议员平均每届国会访台人次

（第 １０７～ １１７ 届 ／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２ 年）

总统党 府会状态 平均访台人次
共和党访台

平均人次

民主党访台

平均人次

民主党 一致政府 ３９．５ ２０ １９．５

民主党 弱分立政府 ３５ ２０．５ １４．５

民主党 强分立政府 ４１ ２７ １４

共和党 一致政府 ２５．７ １６．３ ９．３

共和党 弱分立政府 ３１．５ １５．５ １６

共和党 强分立政府 ３３ １５ １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第三，岛内“政党轮替”及其导致的对美政策调整影响着美国国会议员的访台行

为，但并非最关键因素。 从前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看，２００１ 年以来岛内的两

次“政党轮替”都刺激了美方关于所谓“美台”互动的需求、激化了当时年份的美国国

会议员访台行为。 同时，按照一般理解，岛内某些势力也会持续通过游说、军购等利

益输送来强化与某些“亲台”议员的联系，促使这些议员做出提出相关提案、参与台

湾连线、访问中国台湾地区等行为。 但必须注意的是，如表 ２ 所示，在岛内不同主导

政党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议员的访台人次无明显差异，甚至在具有所谓“台独”倾向

的民进党期间国会议员访台反而总体上相对略少一些。 这也说明，美国国会议员访

台行为的总体态势仍配合美国政策与政策走向，而非是岛内某些势力通过利益输送

等方式就可以彻底左右的。
表 ２　 不同岛内主导政党下美国两党议员平均每届国会访台人次

（第 １０７～ １１７ 届 ／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２ 年）

岛内主导政党 平均访台人次 共和党访台平均人次 民主党访台平均人次

国民党 ３４．８ ２０ １４．８

民进党 ３２ １７．６ １４．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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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个体逻辑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在总体上受到美国对华战略及“对台政策”等影响的同

时，访台议员在个体层面上也表现出某些特征与逻辑，如回馈选区需求、特殊利益需

要、自身价值观与政策偏好乃至其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某种联系等复杂动机。①这一维

度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的个体逻辑与微观根源。
（一）分析视角与基本假设

议员行为的逻辑与动机始终是国会研究持续关注的议题。 最具代表性的判断即

大卫·梅休（Ｄａｖｉｄ Ｍａｙｈｅｗ）的“以连选连任为唯一动机”。②进一步讲，芬诺认为国会

议员以“争取连选连任”“实现更具权势的院会职位”及“符合意识形态偏好的公共政

策”为基本目标。③从这些经典观点出发，国会议员的行为动机往往可以从个人的特

质与偏好、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所代表的选区诉求等三个层次加以分析。④

个人特质，包括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过往经历以及性别、族裔等身份特征。 在

国会研究中，意识形态主要指议员在自由－保守层面的价值观导向与态度，由其过往

在社会经济、种族权利等法案上的投票记录加以衡量得出。⑤相关研究表明，持保守

意识形态立场的共和党议员更可能做出加入台湾连线、访问中国台湾地区等行为。⑥

前文的梳理也可发现，在特定府会条件下共和党议员往往比民主党议员更易访台。
此外，性别、种族等身份特征也可能对议员的对外立场乃至访台行为造成某种影

响。⑦更为关注民权的女性或少数族裔国会议员更可能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发关

注台湾问题。 因此，本文在国会议员的个人层面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１：意识形态相对保守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１－２：共和党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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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１－３：女性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１－４：少数族裔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制度环境，主要强调议员在国会内的制度性定位，如议员任职时间以及是否为新

当选议员等资历情况、是否为国会（如院会、委员会或党团）领袖、是否参与某些特定

政策领域的委员会或连线等。 其中，资历较深者往往被认为更少倾向于从事包括访

台在内的极端行为，而资历较浅甚至是新当选议员则更有动力通过访台等行为来制

造关注度、吸引更多资源。 同理，出任院会、委员会及党团领袖者往往也更少参与负

面极端行为。①当然，如果国会议员参与某些特定的聚焦相关议题（如对外事务、军事

防务、退伍军人事务、情报安全、贸易科技等）的委员会，为关注这些议题也可能更易

出现包括访台在内的举动。②此外，美国国会两院台湾连线的成员更易访台。 因而，
本文在国会议员的制度环境层面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１：资历较浅尤其是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２－２：担任国会领袖的议员更不易访台。
假设 ２－３：参与外交、军事、退伍军人事务、情报、科技等议题相关的委员会的国

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２－４：参与台湾连线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选区需求，聚焦于国会议员所面对的选区选民或特殊群体利益诉求的压力。 通

常而言，相对于国内利益分配等议题，对外政策较少受到关注。 近年来，涉华议题则

被高度“内政化”，成为既影响美国国内利益分配、也关乎所谓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议

题。③在此情况下，选区的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及经济状况都可能塑造国会议员的涉

华立场及行为。 比如，在意识形态较为保守的南方各州中，议员更易对华持负面态

度，进而更易参与访台等行为。④同理，白人人口比重较多的选区也被认为更可能具

有保守倾向，其议员也更易出现包括访台在内的负面涉华行为。⑤同时，选区人口中

亚裔比重较大的议员也可能更为关注对华政策、甚至更为关注台湾问题，从而更易访

台。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选区对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增长率有助于抑制其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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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的负面涉华行为。①这也意味着，选区对华出口额及其增长等变化也可被认为是

影响议员访台行为的关键变量。 因而，本文在国会议员的选区需求层面上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３－１：来自南方选区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３－２：选区内白人人口比重越大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３－３：选区内亚裔人口比重越大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３－４：选区内对华出口额越低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假设 ３－５：选区内对华出口额持续增长的国会议员更不易访台。
假设 ３－６：选区内对华出口额增长率越低的国会议员更易访台。
关于研究对象选取，本文将最近的第 １１７ 届（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国会众议院议员访

台行为作为实证检验对象。 该届国会众议院共 ３５ 人次、３３ 人访台。② 选取该届国会

的原因有三。 一是，从访台行为看，国会众议员明显频繁于国会参议员。 如前文所

说，第 １０７ 届到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国会众议员的访台人次占比超过八成，凸显了国会众

议员访台行为的重要性及其被解释的必要性。 二是，从动机影响看，由于更为短暂的

改选周期以及规模更小且人口统计学数据趋近的选区现实，国会众议员的行为更为

明显地受到上述假设中相关自变量的影响。 三是，从现实意义看，研究最近一届国会

更为有助于加强对当前国会政治及其在对华政策中角色的及时理解。
关于模型构建，本文将因变量设置为议员“是否访台”。 若某位国会众议员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曾访问中国台湾地区，则赋值为 １，若其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从未访

问过中国台湾地区，则赋值为 ０。 由于因变量为被赋值的虚拟变量且非此即彼，因而

本文采取二元逻辑回归方法加以验证。 二元逻辑回归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因变

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精准的拟合。 若自变量具有显著性，说明该自变量

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 其系数符号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正负关系，比如系数为正，
表示该因素对议员访台有正向影响。

关于自变量操作化以及数据来源，具体如表 ３ 所报告的情况。

表 ３　 自变量的操作化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测量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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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特质

意识形态

议员的自由－保守程度，采取 ＤＷ⁃ＮＯＭＩＮＡＴＥ 值的第一

维度“社会－经济”指数加以测量。 其取值为－１ 到 １ 之

间的连续变量，越趋近于－１ 越自由，越趋近于 １ 越保守

凯斯·珀尔（ Ｋｅｉｔｈ Ｐｏｏｌｅ） 和霍

华 德 · 罗 森 塔 尔 （ Ｈｏｗａｒｄ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等人创建的关于国会

议员意识形态指数的网站 （ ｈｔ⁃
ｔｐｓ： ／ ／ ｖｏｔｅｖｉｅｗ．ｃｏｍ ／ ｄａｔａ）

政党 议员的政党归属，二分类变量，共和党＝ １，民主党＝ ０

性别 议员是男性还是女性，二分类变量，女性＝ １，男性＝ ０

族裔 议员是否为少数族裔，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美国国会众议院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ｅａｒｃｈ ／ ）

制度环境

资历 议员连任年数，连续变量，单位为年

新当选 议员是否为新当选，二分类变量，新当选＝ １，连任＝ ０

国会领袖
议员是否为国会领袖，包括院会领袖和委员会领袖，二
分类变量，国会领袖＝ １，非国会领袖＝ ０

军事委员会 议员是否为军事委员会成员，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退伍军人事务

委员会

议员是否为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成员，二分类变量，是
＝ １，否＝ ０

外交事务

委员会
议员是否为外交委员会成员，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情报委员会 议员是否为情报委员会成员，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科学、空间和

技术委员会

议员是否为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成员，二分类变量，
是＝ １，否＝ ０

美国国会众议院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

台湾连线 议员是否为台湾连线成员，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所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ｐａ．ｏｒｇ ／ ｈｏｕｓｅ－ｔａｉｗａｎ－
ｃａｕｃｕｓ ／ ）

选区需求

南方选区 议员所在选区是否处于南方，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白人比例 议员所在选区整体白人比例，连续变量

亚裔比例 议员所在选区亚裔比例，连续变量

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 ／ ｔａｂｌｅ）

对华出口额
议员所在选区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前即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期间

对华出口总额

对华出口额

是否增长

议员所在选区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前即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期间

对华出口额是否增长，二分类变量，是＝ １，否＝ ０

对华出口额

增长率

议员所在选区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前即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期间

对华出口增长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网站 （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ｕｓ－ｅｘｐｏ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二）回归的结果及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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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４ 所示，本文将个人特质、制度环境及选区需求等三个层面的相关变量依次

放入回归检验，形成了三个模型。 由于“选区对华出口额是否增长”与“选区对华出

口额增长率”这两个变量高度相关，本文将之分别放入模型 ３ 的回归并分列为“３－ａ”
和“３－ｂ”。

表 ４　 二元逻辑回归的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个人特质

政党 ０．１５０（１．０９３） ０．１９８（１．００６） ０．３１７（１．１７０） ０．５１８（１．１２７）

意识形态 ０．１９６（１．１１５） －０．５３３（１．１６９） －０．３１３（１．４１０） －０．７５１（１．３１９）

性别 ０．３４２（０．４５２） ０．０２４（０．４５５） －０．０９０（０．４７０） －０．０８６（０．４７０）

族裔 ０．４９７（０．４８６） ０．３９６（０．４９１） ０．４３２（０．５９４） ０．３９６（０．５９６）

制度环境

新当选 １．６１７（０．５０３）∗∗∗ １．５９２∗∗∗（０．５０１） １．６０４∗∗∗（０．５１２）

资历 ０．００３（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０．０２９）

国会领袖 ０．１２１（０．５５８） ０．２９２（０．５７０） ０．１５３（０．５６２）

军事委员会 １．４５４∗∗∗（０．４４７） １．４５７∗∗∗（０．４７３） １．４１４∗∗∗（０．４７３）

退伍军人事

务委员会
１．３７０∗∗（０．５８４） １．５１３∗∗（０．６０９） １．４３６∗∗（０．５９２）

外交事务委

员会
１．０５１∗∗（０．４６９） １．０１４∗∗（０．５０５） １．０６６∗∗（０．４８９）

情报委员会 ０．４７９（０．９３１） ０．３６２（１．０３９） ０．４１６（０．９９４）

科学、空间和

技术委员会
０．００９（０．７８０） －０．１５２（０．８５６） －０．０８８（０．８３９）

台湾连线 ０．５７０（０．４５３） ０．３９６（０．５２６） ０．４０５（０．５０８）

选区需求

南方选区 ０．５８６（０．４６９） ０．５４５（０．４５６）

白人比例 ０．９８９（１．４３３） １．０１０（１．３８８）

亚裔比例 ５．１７８∗（２．７８９） ５．１５３∗（２．７０６）

对华出口额 －０．０７０（０．２３９） －０．１０４（０．２３１）

对华出口额

是否增长
－１．０８９∗（０．５６２）

对华出口额

增长率
－０．７４６（０．６５７）

常数 －２．８８６∗∗∗（０．５７０） －４．０６８∗∗∗（０．６８６） －４．８９４∗∗∗（１．４０３） －５．２６０∗∗∗（１．３４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０９６ ０．１４６１ ０．１８４４ ０．１６９９

Ｎ ４３５ ４３５ ４３５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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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括号中数字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 ０．０１、０．０５ 以及 ０．１０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行整理。

从自变量通过检验情况看，前述某些假设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 第一，个人特

质层面的所有变量在三个模型中均未通过 ９０％的显著性检验。 这就意味着，意识形

态、政党、性别、族裔等因素未被验证对国会众议员的访台行为具备影响。 第二，在制

度环境层面的变量中，“新当选”在模型 ２、３ 中均通过了 ９９％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刚

刚当选者有极为突出的访台动机并加以付诸实施。 同时，军事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

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分别在模型 ２、３ 中通过了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国会领袖和台湾连线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检验，无法验证对国会议员访台

行为构成影响。 第三，在选区需求层面的变量中，亚裔比例和“对华出口额是否增

长”均达到了 ９０％的显著性水平。 这说明选区的亚裔人口占比是影响国会众议员访

台行为的因素；而“对华出口额是否增长”通过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选区对华出口

额增长对国会众议员访台行为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政党、意识形态、性别以及族裔等因素并未验证对第 １１７ 届国会众议员访台行为

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两个推断。 其一，第 １１７ 届国会众议员访问中国台湾

地区的动机已超过了党派与意识形态，访台行程成为两党共同推进对华战略竞争、
“以台制华”的关键表现。 其二，第 １１７ 届国会众议员的访台行为已超越了议员个人

偏好，反映出的是当前两党政治人物在对华战略上的某种负面共识。
“新当选”成为第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访台国会众议员的关键标签，其最基本的原因

当属前文中提及的新当选或资浅议员往往会通过极端行为来吸引眼球、调动资源的

特有逻辑。 特别是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以访台等方式来到大国竞争所谓

“最前沿”的“冒险经历”，更可能成为某些新当选国会众议员的一种“作秀”。 具体

而言，有 １２ 位新当选国会众议员访问中国台湾地区，占第 １１７ 届国会众议员访台总

数的 ３６．４％。 但相比而言，第 １１７ 届国会 ４３５ 位国会众议员中只有 ６０ 位新当选者，
占比 １３．８％。 这也说明，新当选的国会众议员当中对华持负面立场者更为集中，做出

包括访台在内的对华负面极端行为者也更为集中。 如此失衡的状态或说明新当选的

国会议员在对华战略竞争和美国民意负面变化的交互影响下在对华态度上已出现必

须令人高度警惕的负面恶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当选者突出的访台行为也为岛内

某些势力与新世代美国政治人物建立更多联系并施加影响创造了机会。
军事委员会、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更易访问中国台湾地

区的结论基本符合以往关于国会议员涉华行为特别是涉台行为的判断。 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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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委员会与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背后一般存在着军工产业利益的明显驱动。①相关

议员的访台则明显有继续刺激对台军售、从容实现相关特殊利益的动机。 另一方面，
军事相关委员会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更多的访台行为也展现出在地区战略与对

华战略意义上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前文所述，拜登政府已

开始更多重视中国台湾地区在科技方面的重要地位，但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成员

并未被验证更易访台。 这可能说明目前对中国台湾地区重视的议题转向、强调科技

议题，仍是以军事安全、对外战略角度出发的，不但是一种将低政治议题“安全化”的
表现，也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表现。

国会领袖和台湾连线成员至少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并未被验证更易访台。 前者

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前文提及的佩洛西窜访的事实，揭示出某些国会领袖已放弃以往

较少参与负面极端涉华行为的一般姿态、转而“积极”参与其中，但这一变化至少目

前看尚未形成趋势。 后者或从不同视角印证了前文中的判断，即美国国会议员的访

台行为未必是岛内某些势力单方面游说的结果，而更多是与美国对华战略方向一致

的具体表现。
来自南方选区或者白人比重较大选区的国会众议员至少在第 １１７ 届国会期间并

未被验证更易访台。 这一情况可能与前文提到的政党因素并未影响国会众议员访台

的情况存在相似性。 或者说，相对持有保守立场的国会众议员未必更易访台，即访台

的国会众议员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没有明显倾向。 相比而言，来自亚裔人口比重

较大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则被检验出更可能访问中国台湾地区。 关于这一结果的初步

解释是，所在选区的亚裔比重较多决定着其国会众议员往往更为关注亚太事务、甚至

更为关注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 而在更易关注亚太事务与“印太战略”的情况下，
这些国会众议员就更易采取包括访台在内的相关行为来参与或影响相关战略或政策

的实施。 当然，其影响到底是积极助力还是消极阻力则难以完全一致，这应该与当前

亚裔群体内部分化较大、在政治与对华态度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②

选区的对华出口额等变量对于其国会众议员访台行为影响的发现很值得讨论。
对华出口额并未被验证产生影响，其解释为中美经贸互动在美国国内分布上相对稳

定，不同选区的对华出口情况相对稳定。 这种稳定意味着其所在选区议员的涉华乃

至访台行为未必会对对华经贸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反过来也就无法影响其访台

行为。 相比而言，对华出口额呈现出增长的时候，其选区国会众议员却更可能不会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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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ｒｕｃｅ Ａ． Ｒａｙ， “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
Ｂｏｄｉ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 Ｎｏ． ４ （１９８０）， ｐｐ．５０１～５１５．
Ｐａｕｌ Ｙ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３ （２００１）， ｐ．６４０．



问中国台湾地区。 这一发现事实上意味着选区在对华经贸合作中的利益增加，更有

可能转化为对其选区国会众议员涉华行为的有效压力，从而抑制后者的相关行为。
然而，对华出口额增长率越高，并不意味着国会众议员越不易访台，增长率越低也不

意味着国会众议员就更易访台。 这种情况的可能解释为，访问中国台湾地区的行为

还是被国会众议员认识到是颇为极端的对华挑衅行为，进而从维护选区在对华经贸

合作中获益的角度出发，就会选择不访问中国台湾地区，而不是增长幅度多少或者要

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抑制议员的访台行为。

结　 　 语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未来可预见时间内的持续，美国国会在对华事务中的

角色也在持续发生关键变化，呈现出更为主动且具有战略性、与白宫更具竞争性、总
体上更具消极挑衅性的趋势。 具体到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必将加强介入

操作、推动“以台制华”的危险挑衅。 其中，访问中国台湾地区这种直接踏上对华战

略竞争所谓“最前沿”的“政治表演”，正在成为某些议员实现塑造对华政策、吸引舆

论关注、谋求党争利益等政治目标的关键选项。
国会角色的消极趋势及其影响下国会议员访台行为上升的极大可能无疑为中美

关系的稳定制造了巨大的挑战与障碍。 但也必须注意到的是，如本文前述的发现，选
区在中美经贸互动中的持续增益，仍对该选区议员的访台行为构成了一定抑制。 这

也为中方通过深化经贸合作、增进利益交融等方式来弱化美国国会负面影响提供了

某种可能性。 当然，要真正让这种可能性发挥切实效力，必然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朝夕之间恐难一蹴而就。

在对国会进行长期工作的同时，面对未来极可能不断上演的国会议员访台“闹
剧”，中国也需避免被动陷入“成本强加”的战术陷阱，反而要以“标准化操作”为原则

来制定系统性的反制举措。 要“以我为主”、主动设置议程，要强调以可控投入实现

既定效果，借此机会充分演练、实现对岛内某些势力的最大化威慑、向美国等外部势

力明确传达出中国坚定的决心与能力、也向国际社会充分表达出台湾问题的历史经

纬以及当前因美国“以台制华”图谋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风险。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邹正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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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Ｓ. ⁃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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